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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治理：
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梁昊光１

（１．中国科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摘要： 共建“一带一路”是以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国际实践，有助于构建和塑造全球治理新

秩序。 本文基于“财富－权力－社会目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探讨了“一带一路”对全球

治理的贡献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研究发现，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均衡型全球价值链分工

格局的形成，改善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生产网络和财富分配中的地位；同时，它增强了中国在安

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方面的结构性权力，并促进了结构性权力在共建国之间的扩散和转移；
共建“一带一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有助于推动再全球化。 从实践路径来看，共建

“一带一路”坚持和平共处、亲诚惠容的多边主义理念，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和政策沟通来克服集体

行动的困难，通过增强制度性话语权关注和传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诉求和声音，其所提

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兼具包容性和实用主义，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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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建“一带一路”是 ２０１３ 年中国政府提出

的一项重大国际倡议，是新时期中国全方位对

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是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也
是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①到目

前为止，已经走过了十年的时光。 在过去十年

中，“一带一路”建设在设施联通、政策沟通、资
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等领域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和积极的进展，促进了中国与广大共建

国家和地区的繁荣、和平与发展。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霸权主义

的衰弱，以及发展中国家实力的提高，全球治理

迈入了崭新的阶段。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

出，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提升。 共

建“一带一路”秉持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
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旨在推动国际社

会在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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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全球性问题，以应对当前全球治理过程中

存在的种种挑战。 共建“一带一路”是通过中国

自身的发展来带动共建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发

展，使各国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共同参

与到国际关系新平衡的变革当中，营造更加公

平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 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

学理念，反映了中国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经

济秩序的重新思考，与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市

场主导、自由竞争的全球化理念存在显著的区

别。 通过这一倡议，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

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也为全球治理提

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
在这种背景下，理解共建“一带一路”在国

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深入探讨“一带一路”
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

践意义，也是学术界关注的一项重要话题。 本

文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财富—权

力—社会目的”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共建“一带

一路”的国际政治经济内涵，以及“一带一路”推
动新型全球治理的实践路径。

一、分析“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

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

　 　 为了全面地揭示和分析“一带一路”与全球

治理的关系， 必须首先系统地回顾全球治理体

系的发展演变历程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参与特

征。 全球治理体系在其形成之后就经历了复杂

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角色和参与方式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边缘参与者逐渐转变为

重要的参与者和贡献者，这一过程是由多种国

际政治和经济因素所驱动的。 因此，可以建立

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理解国际

关系的动态变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从而

揭示“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和

贡献。

１．１　 全球治理的含义与要素

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机

制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环境等

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①。 全球

治理最初在冷战结束后以重建世界政治的规范

性主张为基础，旨在形成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更

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１９９５ 年的《天涯成比

邻：全球治理委员会报告》反映了这种主张，并
寄希望于国际合作来解决全球性问题。② 全球

治理的必要性源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互依

性，以及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如冲突、生态、
人权等。 处理这些问题超越了单一国家的能力

范围，需要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

司和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③ 与

此同时，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议题涵盖了政治、军
事、经济和社会等多个领域，表现出普遍性和特

殊性的双重特征。
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发达国家逐

渐主导并改造了全球治理体系，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身权力消解了全球治理的

初衷。④ 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及其跨国企业和

非政府组织广泛地参与到多边组织中，成为全

球治理的主要载体。⑤

此外，全球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国家与非国

家行为体之间的张力，这反映在治理方式上表

现为多元化的治理方式以及垂直治理与平行治

理的交互动态。 但纵观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史，
无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是布雷顿森林体

系，抑或是雅尔塔体系，都更加强调垂直治理，
而非多元平等的平行治理。 虽然现实主义认为

全球治理仍然由强国主导，但全球治理的结构

也表现出“中心—外围”的动态变化。 同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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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这
主要体现在不同国际关系理论对待全球治理的

看法迥然不同。 然而，作为目前的一种规范性

理论，全球治理理论仍然发展不足，难以从宏观

视角提出一个崭新的愿景。

１．２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全球治理分析框架

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新时期经济外交

的顶层设计，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

实践平台。 过去十年，国内外学者在理论研究

上对“一带一路”进行了广泛探索和尝试。① 其

中，国际政治经济学（ ＩＰＥ）可以为“一带一路”
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与发展有助于解释

全球治理中出现的由政治、经济因素互动产生

的种种现象与问题。 目前，国外对于该领域的

研究主要围绕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论战而展

开。② 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于美国，建立在维护

美国霸权主义的基础之上，其显著特征是国家

中心主义，强调美国结构性权力的优势地位，这
在“霸权稳定论”、后霸权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

等理论上体现的十分明显，其代表学者有罗伯

特·吉尔平、罗伯特·基欧汉、威廉·内斯特、
约瑟夫·奈等。 罗伯特·吉尔平主张基于现实

主义视角探讨经济变化与政治变化之间的关

系。 吉尔平认为，市场经济导致国家间的经济

相互依赖，从而形成等级性和依赖性的实力关

系。③ 罗伯特·基欧汉强调经济相互依赖对国

家间政治关系的影响，认为国家间的经济力量

比较越来越能够决定其政治地位。④ 威廉·内

斯特将经济视为国家地缘政治权力的主要来

源，并认为提升国家在国际金融、生产和知识体

系中的地位是提高政治地位的有效途径。⑤ 罗

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权力资源已经

日趋复杂，除了物质资源，非对称相互依赖、文
化认同、信息传播与获取等“软实力”都是国家

权力的重要来源。⑥

而英国学派则认为，国家只是影响国际秩

序行为体中的一类而已，社会力量、经济阶层以

及其他私人权力的组织形式对国际政治经济格

局的影响也很大。 美国学派主要关注贸易、货
币等领域，而英国学派则相反，认为应当把与贫

困和不平等问题相关联的全球不平衡发展问题

置于研究首位。 英国学派代表人物苏珊·斯特

兰奇强调结构性权力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
将其划分为安全结构、知识结构、生产结构和金

融结构，这些结构决定了控制安全、生产、信贷、
知识和思想的权力来源。⑦ 伊曼纽尔·沃勒斯

坦和罗伯特·考克斯借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

济学理念，分析世界权力体系中的政经互动。
沃勒斯坦提出世界体系理论，探讨世界经济体

系与世界政治体系之间的联系，⑧而考克斯则认

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决定国家间的政治从属

关系。⑨ 总体而言，美国学派和英国学派的观点

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和政治力量相互

作用及其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多维理解和认识。
无论是美国学派，还是英国学派，都较少关

注非英美国家及其相关社会行为体，对于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特殊性

及其行为体的社会背景差异缺乏考察，因此均

没有摆脱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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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倡议提出的背景是新兴国家崛起、世界秩

序面临转轨的关键时刻，因此，有必要加深对中

国与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从而提出国际

政治学的“中国议题”。 彼得·卡赞斯坦等国际

政治经济学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力是该

领域的两个基础构成，同时强调权力、财富和社

会目的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的重点。① 因此，要研

究“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归根结底也

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出发，对财富、
权力、社会目的的根源及其互动关系进行再审

视和思考。②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

“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的关系

　 　 在剖析美英学派的研究局限性以及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背景后，可以进一步明

确审视“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关系的理论原

则。 首先，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
斯蒂芬·克拉斯纳等学者强调，国际政治经济

学的研究对象是“权力、财富和社会目标之间的

关系”。 托马斯·劳尔森和大卫·斯基德莫尔

也指出，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国家之间为了寻求

权力和财富而进行的竞争。③ 现有文献中关于

“一带一路”的理论研究，也基本是围绕着财富、
权力以及社会目的这三个角度展开的。 因此，
本文在参考和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

一个认识和理解“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关系的

“财富—权力—社会目的”分析框架。 其次，考
虑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多元政治经

济特征，本文根据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实

践整合了美英学派以及国内学者对于“一带一

路”的一些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认

识和见解，其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更加突出全球治理的“问题导向”，不再

使用单一框架和单一的研究文化来约束研究；
二是更加关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沿线国家

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及其互动对全球

治理的影响，不再局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利

益偏好约束；三是更加强调国家政治经济活动

与其他社会行为体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２．１　 财富视角：均衡型价值链分工结构与财富

再分配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经济自由主义理

论对于经济合作的阐释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经

济自由主义强调理性行为体在市场逻辑下追求

利益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的提升。 这一观点得

到了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的支持，他们认为

贸易、买卖和交换是人类的本性，并且能够促进

国家的力量和安全，这种市场逻辑下的经济行

为被认为是推动经济活动和国际合作的关键动

力。④ 然而，在市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推动

下，尽管市场的自由开放、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技

术的快速扩散显著提高了人类社会整体的生活

水平，但也导致了一个显著的副作用：国家间财

富获益的不均衡。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达国

家进一步固化了它们在财富领域的结构性优

势，而许多欠发达国家则在这个过程中处于不

利地位，其发展相对滞后。
分析国际财富变迁的一个关键视角是全球

价值链理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

和苏联解体，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经历了重大的

变革。 这一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

和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和扩散，对全球财

富分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在 １９９２ 年提

出了以水平型、模块化的生产结构为典型特征

的“温特制”价值分工模式，这一模式迅速被全

球生产体系所采纳，标志着国际生产方式发生

了根本性转变，其核心在于碎片化生产和国际

分工体系，强调将生产的不同阶段配置到成本

最低的地区，利用全球范围内各国的要素禀赋

０２

①

②

③

④

［美］彼得·Ｊ·卡赞斯坦编，陈刚译：《权力与财富之

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２００７ 年，前言第 １ 页。
谢来辉：“共建‘一带一路’研究的三种理论视角”，《全球

化》，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５１－５９ 页。
Ｔｈｏｍａｓ Ｄ． Ｌａｉ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Ｓｋｉｄｍ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 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０２， ｐ．７．

［英］亚当·斯密著，唐日松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

的研究》，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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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以实现最终产品利润的最大化。① 随着全

球价值链的加速发展，发展中国家迅速成为全

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重要一环。 尤其是身处变

革中心的亚太地区，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先感受

到时代更迭带来的新潮与阵痛。 在美国的塑造

与主导下，亚太地区很快形成了区域价值链分

工网络，成为价值链生产的先驱。②

美国主导设计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结构，在
中心和次中心分工地带具有明显的等级特征，
而在外围分工主体之间，等级界限则相对模糊。
这种结构使得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可以通过

控制产品的终端市场销售渠道、品牌和设计研

发等核心环节，有效地控制整个价值链的流程

和利益分配，而发展中国家被限制在劳动密集

型产业和低技术制造加工环节为主的低端链

区，因此是一种“俘获型”分工结构。 在“俘获

型”分工结构下，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通过牢牢掌

控核心技术、销售渠道、产品设计和品牌等高附

加值环节，加强了对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和控制，
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国际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虽

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似乎有一定的选

择权，但实际上这些选择受到发达国家利益偏

好的严重限制。 发达国家通过制定产业标准、
经贸合作机制和经济治理体系，不仅建立了具

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准入机制和贸易壁垒，还通

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池政策，遏制发展

中国家的技术模仿与追赶，以及后发优势。 这

导致发展中国家在价值链中只能进行 “伪升

级”，即只能在发达经济体所构建的排他性制度

环境和知识获取路径中提升自身的价值链分工

地位，但实际上未能真正实现内生性的技术进

步和产业升级。 “俘获型”分工结构加剧了发展

中国家作为价值链外围被边缘化的现象，对全

球经济的均衡发展构成了重大挑战。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传统发达国家

经济发展速度显著放缓，美国等国家在全球价

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出现收缩趋势，间接引发了

全球经济结构的重新调整。 发展中国家，尤其

是亚太地区的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和调整其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③ 为了缓解对美欧市场

的过度依赖所带来的经济安全性和自主性问

题，许多国家开始努力减少对传统发达市场的

非对称依赖，转而加强对本地和周边市场的贸

易联系，这一趋势调整意味着全球价值链中的

权力和影响力正在从传统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

家转移。 中国作为重要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中

心，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④ 在

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更加关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倡导在全球价值链中建立

更加均衡的分工结构，特别是提升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 共建“一带一路”
关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旨在提高

共建国家的全球竞争力。 在“一带一路”倡议

下，中国的价值链治理策略是通过自身的经济

崛起和产业升级来帮助和带动其他发展中经济

体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 通过“一带一路”，
中国为亚非拉等地区提供了资本和技术引进的

新途径，助力这些国家分化对发达经济体的过

度依赖。⑤ 此外，中国还通过降低经贸合作壁

垒、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提供地区治理的

公共产品，与其他经济体共享经济增长和技术

创新的成果。⑥ 中国通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

共同努力，虽未完全消除全球价值链中的等级

型分工特征，但已经在减弱和淡化美国等发达

经济体对发展中经济体的价值链俘获效应。
有一些国内学者基于这种变化，提出了“全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黄卫平、朱文晖：“温特制：美国新经济与全球产业重组的

微观基础”，《美国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 页。
于鹏：《亚太区域价值链变迁及其对地区权力格局的影响

研究》，外交学院博士论文，２０２２ 年。
Ｗｙｎ Ｇｒａｎｔ ａｎｄ Ｇｒａｈａｍ Ｋ． Ｗｉｌｓ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２３９．

Ｊ． Ｗｈａ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Ｄ． Ｍｅｄｉａｎｕ， “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Ｂｒａｚｉ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ｅｓｉｆｏ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３２８９，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ｆｏ． ｄｅ ／ ｐｏｒｔａｌ ／
ｐａｇｅ ／ ｐｏｒｔａｌ ／ ＤｏｃＢａｓ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ＷＰ ／ ＷＰ－ＣＥＳｉｆｏ＿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ｓ ／ ｗｐ
－ｃｅｓｉｆｏ－２０１０ ／ ｗｐ－ｃｅｓｉｆｏ－２０１０－１２ ／ ｃｅｓｉｆｏ１＿ｗｐ３２８９．ｐｄｆ．

梁昊光：“‘一带一路’十周年：全球治理新平衡”，《智库

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第 ２６－３４ 页。
任琳、彭博：“全球治理变局与中国应对———一种全球公

共产品供给的视角”，《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８－
１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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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价值链双环流”理论。① 该理论认为，中国通

过共建“一带一路”，能够成为连接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关键网络节点。 这种连接既涉及

中间品，也包括最终品的贸易。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有机会处于国际分工的中心位置，实现对

全球价值链的有效整合。 有学者进一步将这种

思想概念化为“共轭环流”，认为“一带一路”能
够使中国实现“双重嵌入”：②既嵌入发达国家的

创新价值链，又主导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最
终促进全球经济结构性调整。 “全球价值双环

流”理论的逻辑基础源于实践，并具有重要的规

范意义，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财富视角来分析“一
带一路”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 然而，该观点主

要从国内视角出发，重点在于阐释中国如何通

过“一带一路”提升其在价值链体系中的分工地

位和网络权力，从而塑造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价

值链体系。 这种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共建

“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溢出效应以及

各种社会福利影响，可能导致对“一带一路”整
体愿景和目标的叙事偏差。

如前文所述，“一带一路”强调的是一种均

衡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结构，其特点在于经济

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而非单向的主导与

被主导、控制或被控制的关系。 这种分工模式

倡导的是基于各国能力互补的合作框架，目的

在于促进价值链内部资源与财富的均等分配，
相对于传统的俘获型或依附型分工结构，更为

公平、公正和可持续。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角

色尤为关键。 中国采取的水平开放型价值链治

理模式，展示了其作为均衡型分工结构的推崇

者和引领者的地位，并且通过“一带一路”将这

种努力付诸实践。 近年来，中国通过内外双循

环并举的经济战略和独立自主的技术创新战

略，逐步摆脱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非对称依

赖。 虽然中国已经拥有强大生产能力以及资

本、技术积累，但并未成为价值链分工网络的控

制者，而是更多地发挥引领者的作用。 中国在

共建“一带一路”中，积极与各共建国共享技术、
信息、资本等关键资源，建立了灵活度高、均衡

性强的价值链分工关系，这种合作模式能够促

进共建国家间的健康稳定合作，确保价值链合

作能够为各方带来共同的利益。 因此，共建“一
带一路”并不是试图让中国主导对发展中国家

的价值链，而是在尊重价值链分工网络中的各

个共建国基础上，建立起更为公正和均衡的国

际合作模式和财富分配模式。
２．２　 权力视角：结构性权力的构建及其转移与

扩散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权力的本质及其

与国际关系的互动是一个核心议题。 现实主义

或经济民族主义将权力视为影响国家行为的最

重要因素。 他们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

要行为体，其行动优先考虑的是国家安全和政

治利益。 这一观点强调国家不仅追求绝对利益

的增长，更重视相对利益和权力。 国际政治经

济学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提出了结构性

权力理论，为理解国际关系的竞争与合作提供

了一个基本理论框架。 结构性权力理论认为，
传统的权力观念（联系性权力），如强权政治和

武力威胁，仅是权力的一种形式。 相比之下，结
构性权力更为微妙和深远，它不依赖于物质性

硬实力或观念性软实力，而是通过塑造安全、生
产、金融、知识等结构来施加影响和控制。 结构

性权力源自行为者对制度的操控，通过正式制

度或非正式制度对行为体施加影响和控制，从
而影响其他行为体在这些结构内的选择和行

动。 结构性权力来源于四种结构：安全结构、生
产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它们相互联系，共
同作用，塑造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框架。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

主要聚焦于增强国家物质能力，特别是通过工

业化和现代化来实现脱贫和国家建设的目标。

２２

①

②

③

张辉、易天、唐毓璇：“一带一路：全球价值双环流研究”，
《经济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５－１８ 页；黄先海、余骁：“以‘一带

一路’建设重塑全球价值链”，《经济学家》，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３２－
３９ 页。

刘志彪、吴福象：“‘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的双重

嵌入”，《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第 １７－３２ 页。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际政治经济学

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２７－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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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综合国力”逐渐成为衡量

国家实力的关键指标，其中硬实力和物质资源

被视为提升国家地位的主要途径。 然而，随着

时间的推移，中国对权力的理解出现了显著的

变化。 近年来，中国逐渐重视软实力的培养和

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特别是在 ２０１３ 年提出的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中，这一转变表现得尤为明

显。 “一带一路”强调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基

本原则，注重通过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和人文交

流等手段增强国家形象的亲和力和国际影响

力。 在此过程中，中国逐渐转向使用非物质力

量，通过软实力和国际合作来提高其在世界舞

台上的地位，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为积极和

建设性的角色。 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提出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不仅体现了对全

球治理中传统硬实力导向的超越，更是向世界

展现了全球治理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 中国

通过一系列新思想、新政策、新制度和新项目，
努力成为全球治理的规范性大国。 这种变化反

映了中国对国际权力运用方式的重新思考，即
从单纯追求硬实力转向更为综合的实力运用，
包括软实力和规范性影响，为全球治理体系的

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①

“一带一路”与结构性权力的关系应当至少

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共建“一带一路”
的推进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结构性权

力。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多维度的合作框

架，已成为中国提升结构性权力的重要途径。
从安全结构角度来看，在解决沙特与伊朗恢复

外交关系等地区安全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积极

扮演和平斡旋者的角色；针对乌克兰危机和阿

富汗问题，中国发布“全球安全倡议”，阐释了全

球安全倡议的“六个坚持”核心理念和原则，展
现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担当以及守护全

球安全的坚定决心。 从生产结构角度看，中国

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积极参与全球生产网络，通
过“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产业升级，共同打造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有助

于促进共建国家产业的转型和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重新定位。② 在金融结构方面，“一带一路”通

过促进货币流通和深化金融合作，为优化欧亚

地区的资金配置提供了良好的机制。 此外，知
识结构的创新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带一路”
为共建国家科学技术的国际传播、科技创新能

力的提升以及技术标准的制定提供了重要机

遇。 综上，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重

要平台，“一带一路”在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
融结构、知识结构上都展现了中国的影响力，以
及中国为构建一个更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环

境所做出的努力。
需要明确的是，共建“一带一路”虽然反映

了中国对结构性权力的追求，彰显了中国的影

响力，但并非意识形态的输出工具，这与美国等

一些发达国家寻求的结构性权力在目的上存在

根本性差异。 中国尊重每个国家的不同意识形

态与社会制度，中国提升结构性权力与国际影

响力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向他国施加控制力，而
在于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寻找一处安身立

命之所。 与此相反的是，一些西方学者将“一带

一路”比喻为“债务陷阱”以及“中国式新殖民

主义”。 这种观点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以中国援

助建设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为例，对于该项目

可以指出以下事实：尽管中国因为向斯里兰卡

政府提供巨额贷款而饱受西方媒体的批评，但
斯里兰卡完全有能力偿还对中国的债务。 ２０１７
年斯里兰卡政府的外债总规模为 ５１８ 亿美元，
其中对中国的债务仅占其总额的 １０．６％（５５ 亿

美元），低于斯里兰卡对日本的外债。 此外，如
果斯里兰卡政府无法偿还对中国的债务，斯里

兰卡政府将向中国让渡港口使用权，但双方也

同意在合同中加入特别条款明确不将港口用于

非经济目的。③ 以上表明中国并没有将合作条

３２

①

②

③

Ｓｅｌｉｎａ Ｈｏ，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ｗｅｒ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９６， Ｉｓｓｕｅ ６， ２０２０， ｐｐ．１４６１－１４８５．

吕越、马明会、李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重大成就

与经验”，《管理世界》，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０ 期，第 ４４－５５ 页。
Ｅｉｉｃｈｉ Ｓｈｉｎｄｏ，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ｘｉｓ ｉｓ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Ｗｅｓｔ
ｔｏ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５， ２０２３， ｐｐ．１８０－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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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模式强加给东道国，反而是根据合作项目

的具体情况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和妥协性，即
使是相对弱小的国家，也具有自主权。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加速了结构

性权力在沿线地区间的扩散与转移。 近年来，
美国掀起了新自由主义乱象，软实力出现了明

显的下滑，具体表现是在国际机制中的“退群”
行为和日益增强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倾向。
这种转变造成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真空，也在一

定程度上动摇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政治经济

结构。 美国的影响力相对衰退，一方面反映在

其减少的地区经济和政治参与上，另一方面体

现在其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和推动力度减弱

上。 而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促进世界权力格

局加速调整，为全球治理注入多极化的因素，这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一带一路”在推动

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

作用，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凭借持续的经济

增长和一体化进程，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的

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① 面对美国的相对衰

落和“逆全球化”的趋势，欧洲、东盟、日本、韩国

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加强了对战略自主的考

量，采取了提高经济自主性的相关措施，通过加

强与中国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济交流与

合作，力求实现对外贸易联系的多元化，以减少

对美国市场的过度经济依赖，同时通过建立各

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不断推进和扩大区域

合作，避免自身外交被大国竞争所裹挟，有效提

升了自身在区域乃至全球经济政治事务中的结

构性权力。 其中，东盟的上升趋势特别显著，在
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和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东盟展现了其集

体行动的影响力和协调力，反映了其结构性权

力的提升，而在这些事务中，中国都起到了协调

和推动作用。 第二，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重

新定义国际制度安排的目标。 在以往美国主导

的国际制度安排中，行为体自身的政治经济利

益是其核心关切，例如降低关税壁垒通常被视

为贸易自由化的最重要内容，因此，凡是不包含

这个内容的贸易制度安排是不值得考虑的。 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为重心，更加强

调制度的普惠性以及行为体的包容性增长和长

期发展，有助于改善国际社会对制度目标的认

识和制度性话语权的界定，从而使得发展中国

家在参与国际事务中拥有多重目标、多项选择

的空间。 这些变化反映了在中国深度参与国际

事务和全球治理之后，结构性权力在不同国家

地区以及行为体之间扩散和转移的趋势。 世界

权力格局进入加速调整期，为全球治理注入了

多极化因素。
２．３　 社会目的视角：“逆全球化”浪潮与全球治

理轴心的迁移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目的”通常指的

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在其经济和政治决策中追求

的集体目标和价值。 国家或社会在经济和政治

决策中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
还包括社会福利、环境可持续性、国家安全以及

社会公平与正义等多元化目标。 这些目标的设

定和追求，反映了社会的共同愿景和优先事项，
同时也影响着国内外政策的制定。 在全球化背

景下，国家需要在保护国内利益与积极参与国

际合作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以确保经济活

动在服务于社会目的的同时，也符合国际规范

和全球治理框架。② 卡尔·波兰尼在其著作《大
转型》中提出了市场扩张与社会保护的“双重运

动”理论。 波兰尼指出，经济活动应当发生在一

定的社会关系之内，并且服务于社会目的。 当

资本过度扩张时，市场经济的“脱嵌”可能导致

对社会结构的破坏。 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约
翰·鲁杰提出了“内嵌的自由主义”概念，强调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一种兼顾

保护社会目的和市场经济的秩序，这种秩序的

特点是与多边主义和全球经济秩序紧密相连，
强调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应当维持经济增长与

４２

①

②

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国
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６４－７８ 页。

［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

斯纳编，秦亚青、苏长和、门洪华、魏玲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

与争鸣》，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４４－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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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目的之间的平衡。①

全球化的发展并非一个单向的线性过程，
而是一个充满波折、由多重因素驱动的复杂历

史过程。 自 １８ 世纪末期开始，全球化经历了几

个显著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展现了不同的

特征和影响因素。 １９８０ 年之后，全球化进入了

第三波浪潮，其标志是伴随着信息革命和运输

革命的到来，国际贸易成本显著下降，推动全球

化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然而，自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深度调

整期。 全球经济增长的停滞、民粹主义的兴起

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共同导致了全球化进

程的放缓，甚至出现了逆转的趋势。②

当下“逆全球化”浪潮产生的关键因素之一

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制度安排问题。 在国内层

面，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对中下阶层产生

的负面影响主要源于国家制度的非中性。 随着

全球化的深入，大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

位日益凸显，进而导致中下阶层的利益受损。
在全球治理层面，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相互

依赖关系变得更加明显，国家间的合作与协商

不仅是国际关系的必然趋势，也是处理全球性

问题的有效途径。 然而，“逆全球化”浪潮的兴

起表明，世界主要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上缺乏

共同的价值观和共识，导致国际合作面临严峻

挑战。③ 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

进程中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国

际社会对自由贸易和全球治理机制的普遍疑

虑。 究其根源，“逆全球化”现象产生的本质原

因在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和全球治理体系

的不合理性。 因此，要有效应对这一挑战，需要

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治理体系的问题，重视中下

阶层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加强国际合作和协

商，深化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从而推动全球化

向更加平衡、公正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下的全球治理模式，来源

于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方式中两个关键

缺陷的观察。 首先，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金融

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面对

贫穷发展中国家迫切的政治经济发展需求时，

通常要求发展中国家先减少财政赤字和执行紧

缩政策。 这种策略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亚洲金融

危机和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尤为明

显。 其后果是，许多国家遭受了经济增长的严

重停滞和政治混乱，这种制度安排并未有效促

进受影响国家的经济恢复，反而加剧了这些国

家的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稳定。④ 其次，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推行“民主化优

先”策略，特别是在“９·１１”事件之后，美国通过

经济制裁和军事干预的手段，试图重组国际秩

序，因此更加强调民主化的重要性。 然而，这种

策略加剧了地区冲突、恐怖主义、贫困和难民的

问题，甚至在发达国家引发排外民粹主义。 在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视角中，这种以“民主化”为
名的干预也并未获得正当化和合理化。 “一带

一路”的提出，可以视为对这些全球治理缺陷的

一种回应。 共建“一带一路”通过加强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推动国际经济合作，以及强调多边主

义的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不同于传统

西方模式的发展路径。 通过“一带一路”，中国

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合作的新机

会，也在探索构建一种更加包容和平衡的全球

治理模式。
从社会目的的角度来看，国家和市场的力

量可以形成一种合力，而共建“一带一路”可以

为重塑多边主义的全球经济秩序创造支持性的

条件。 共建“一带一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塑

造一种全球性的“根本制度”，一种用来解决与

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共存相关的协调和协作

５２

①

②

③

④

谢来辉：“共建‘一带一路’研究的三种理论视角”，《全球

化》，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５１－５９ 页。
葛劲峰、袁志刚、樊潇彦：“理解全球化：基于‘经济⁃社会⁃

政治’体系共生演化视角的分析”，《学术月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８ 期，第
３１－４４ 页。

李小平、张钰林、李雨阳： “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

建———基于‘逆全球化’影响视角”，《开放导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第 ６２－７１ 页。

Ｆａｂｒｉｃｉｏ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ａｎｄ Ｊüｒｇｅｎ Ｒüｌ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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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ＬＡ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２５， ２０２２， ｐｐ．４７６－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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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根本实践规则。① “一带一路”实质上反

映的是国家间的共生关系，寻求的是从更加宏

观的层次上解决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在国际社会

中的共存与合作问题。② 它关注国家间的协调

互补关系，认为不同国家的发展战略、发展计划

不应当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协调、相互

促进的。 尽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政治、经济

制度以及社会发展程度有所不同，在历史、文
化、宗教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异，但是在参与区

域经济合作以获得共同收益、建立国家间协调

机制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等方面拥有共同愿望，
因此可以通过政策协调与对接形成相互补充的

共生关系。 “一带一路”以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为最终愿景与社会目标，这与新自由主义

思想主导下的治理体系截然不同。 因此，共建

“一带一路”有利于纠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后

果，启动某种更加普惠包容的“再全球化”，符合

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要求和广泛期

待，这种变化也反映了全球治理的轴心正由西

向东迁移。

三、“一带一路”推动新型全球治理的

实践路径

　 　 当前，各国面临着多种全球性挑战，国际政

治经济格局显现政治阵营化和经济碎片化的趋

势，特别是美国试图重新主导国际秩序，加剧了

全球治理的复杂性。 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财
富—权力—社会目的”的三重维度，梳理和考察

了“一带一路”在重塑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

系、推动地区权力结构的变迁以及引领新型全

球化进程等方面的作用，有助于理解和揭示“一
带一路”在全球治理中的深刻影响。 而从实践

路径上来看，“一带一路”则是通过兼具包容性

和实用主义的治理方案、强调沟通和对话的政

策安排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真实践

行，为实现全球的财富再分配以及结构性权力

重塑而努力。 在财富、权力以及社会目的的层

面上，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了

基本理念与实践做法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

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切实可行的整体框架。
可以说，“一带一路”是推动新型全球治理的最

佳实践。
３．１　 通过兼具包容性和实用主义的治理方案，

促进全球财富再分配

从财富视角看，共建“一带一路”将更多发

展中国家拉入全球价值链中共同参与全球财富

再分配，体现了包容性和普惠性的辩证统一。
首先，“一带一路”选择国际合作领域作为全球

经济治理改革的突破口，直面西方主导的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下的薄弱环节。 西方主导的国际

合作体系过度强调受援国制度的自由主义化改

革、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援助资金的高

优惠性，这些模式并未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从
而为“一带一路”提供了创新的空间。③ 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所言：“中国愿

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

南北差距，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

快发展”。 “一带一路”实际上倡导的是一种更

加普惠包容的治理方案，同时在具体实践上强

调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五大领域的互

联互通，为新型南南合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

作指引。 “一带一路”拒绝那些诱导主权依附、
鼓吹殖民、迎合特权、宣扬社会排斥、缺乏透明

性以及可持续性的投资模式，而立足于现实的

工业生产结构，以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为

重心，以高标准为导向，帮助发展中国家重建经

济增长动能。 共建“一带一路”以远低于西方的

贷款利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融资，协助发展中

国家减轻债务压力，并以此为切入点协助发展

中国家实施债务重组，抑制了债务扩张。 同时，
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实体的支持下，中国

陆续向地区国家输送大量良性资本，改善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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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赵洋：“破解‘全球治理赤字’何以可能？ ———兼论中国

对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社会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第 ４１－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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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博闻：“‘改革方法论’与中国的全球治理改革方略”，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０５－１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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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债务结构。① 此外，项目设计和融资体系

的创新也是“一带一路”方案创新的重要组成部

分，项目设计的创新体现在强调自下而上的合

作模式，促进参与国家的共商、共建、共享，而融

资体系的创新体现为在吸纳西方发展融资模式

和做法的基础上，整合了多元资金的融资渠道

和方式。 “一带一路”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机

制将发达国家纳入合作，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利益，推动发展中国家更好融入

全球价值链，提升其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
在针对全球治理提供的解决方案上，可以

将“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进行一个对比。
第一，相比“马歇尔计划”，“一带一路”的影响

范围更广。 “马歇尔计划”仅涉及西欧 １６ 个国

家，而“一带一路”涵盖了 １００ 多个共建国和 ３０
多个国际组织，共签署了 ２００ 多项合作协议。
与此同时， “一带一路” 的总预算规模高达

３９ ８５０亿美元，是“马歇尔计划”的近 ９０ 倍，②充

分显示了其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
与“马歇尔计划”基于反共产主义的军事同盟体

系不同，“一带一路”建立在非军事的“伙伴关

系”之上，其目的是加强与相关国家的社会经济

联系而非地缘政治控制，这种合作机制促进了

共建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有力地推动了全球

治理结构的转型。 第三，“一带一路”实践的重

点在于建设基础设施，目标是实现欠发达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与“马歇尔计划”重建西欧被摧

毁地区的目标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一带一

路”的总体目标不仅是要增加对外市场出口，更
重要的是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响应全球变暖和

过度工业化的挑战，更加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

理中的负责任态度和前瞻性思维。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作为 ２１ 世纪全球治

理的重要倡议，其独特的发展战略、合作模式兼

具包容性和实用主义特征，不仅与历史上的“马
歇尔计划”形成显著差异，更重要的是，它为全

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和治

理模式，引导了国际关系从零和博弈向正和博

弈的转变，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进入国际

市场和财富再分配，推动均衡型价值链分工结

构的形成，为减少成员国间的冲突、贫困和不平

等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

定了坚实基础。
３．２　 通过对话协商和政策沟通，克服集体行动

困难，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权力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全球性的问题，
例如恐怖主义威胁、贸易不平等、环境污染、金
融体系不稳定性等，都直接影响人类的福祉。
这些问题具有外部性和系统性的特点，意味着

它们超出了单一国家的应对能力，迫切需要全

球层面的合作和协调。 然而，全球治理并非易

事。 不同的国家和行为体对各种公共产品的利

益攸关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这直接导致它们参

与全球治理的偏好强度不同。③ 这种偏好差异

在国际博弈中造成了明显的“摩擦”，增加了合

作实现的议价成本。④ 为了在全球治理中实现

不同行为体偏好的正向加总，促进合作的实现，
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 加之公共产品

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集体行动的难题始终

存在。⑤ 因此，全球治理是一个高度复杂且需要

多方参与的国际政治经济过程，不仅涉及各行

为体间的利益博弈和合作难题，还包括对制度

设计的深入思考。 中国强调制度设计的平等性

和均衡性，针对“一带一路”，任何有意愿的国家

都可以加入，不设加入门槛和附加条件，各国可

以平等参与，从而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一
带一路”框架中的话语权，帮助发展中国家取得

全球治理中的结构性权力。
“一带一路”提倡通过政治协商和政策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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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朱旭、韩文超：“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失灵、矛盾与中国的优

化实践”，《国际经贸探索》，２０２３ 年第 ９ 期， 第 ９４－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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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与重塑”，《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第 ７０－８１ 页。
任琳、彭博：“全球治理变局与中国应对———一种全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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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来解决国际合作中出现的问题， 通过政

府间政策对话交流和能力建设来消解各方的利

益冲突和分歧，同时吸纳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参

与。 这种方案充分尊重各共建国家的主观能动

性，有助于优化全球治理的机制设计，①通过对

话协商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失灵，减
少各方利益博弈中的议价成本，从而有助于缓

解和克服集体行动困难。 中国坚持尊重各国主

权和领土完整，不将自身的制度主张强加于人，
不搞军事同盟，从而推动各方形成最大的认同

度，促进区域和平协作和共同发展。 在国际争

端中，中国始终保持中立立场，不滥用自身的影

响力，不干涉他国内政，坚持劝和促谈，主张通

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化干戈为玉帛”。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许多国际争端问题得到

缓解甚至解决。 沙特与伊朗两国和解是世纪级

的和平成果，极大促进了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发

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扮演了和平斡旋者的角

色，为事件各方进行政策沟通和平等对话“牵线

搭桥”，从而促进了集体目标的实现。
制度性话语权是指在国际政治经济框架

内，通过建立和运用规则、制度、机构等形式，从
而影响、塑造和决定国际议题、政策和规则的能

力与权力。 这种话语权不仅依赖于语言、文字

或其他文化形式的直接表达，更重要的是它体

现在能够对国际舆论、政策制定和现象解释产

生影响的制度层面上。② 近年来，在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既有机构决策权调整缓慢

的背景下，中国积极推动亚投行等多边机构的

发展，促进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制度的建

立。 作为由中国发起的多边合作倡议，“一带一

路”倡议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重

要平台，整合十余个区域合作机制和地区性组

织，辅以超过 １００ 份双边合作文件。 这些新平

台和主场外交机遇使中国及各参与国在治理方

案倡议和制定方面获得了更多主动权，显著增

强了中国及沿线国家在全球治理尤其是国际发

展合作领域的制度性权力，具有整体性和协调

性，有助于提高“一带一路”共建国在国际组织

运行、国际规则制定、国际秩序维护方面的影响

力与引导力。
３．３　 通过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进

“再全球化”和多边主义

当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尤其是自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

政治阵营化、经济碎片化的趋势。 俄乌冲突让

美国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西方阵营中的领导地

位，按照美国的标准对国际秩序进行价值观划

线，在国际社会上拉拢盟伴全方位孤立俄罗斯，
还试图将中国和俄罗斯进行立场捆绑。 通过一

系列操作，美国妄图将世界再次划分为不同的

阵营，并不断寻求扩大己方阵营的权力和影响

力，这对多边主义和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共建“一带一路”更加

强调多边主义，主张在基于互相尊重主权、互不

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

则和基础上，去建立和维护与世界各国的关系。
“一带一路”在区域合作中强调平等互利，合作

共赢，是一个开放包容的进程，不搞地缘政治联

盟或军事同盟，不针对谁也不排除谁，不是关起

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③ “一带

一路”各共建方的关系是平等的，而非“依附与

被依附”“核心与边缘”的关系。④ “一带一路”
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坚决反对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这
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家关系的创新和发

展，有利于真正践行多边主义。⑤ 在实践中，一
方面，中国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贸易自由化进

程。 针对新自由主义在应对隐性贸易壁垒上的

缺陷，中国将共建“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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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理念有机结合，通过打造富有韧性的人文共

同体、发展共同体以及商业互信网络等，为提升

贸易自由化水平创造良好环境。 另一方面，在
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也关注资源全球

配置造成的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失衡的问

题，以构建实质正义为遵循，推动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等国际组织向公正合理方向改革，提升

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以实际行动维护发展中国

家的发展利益。
同时，“一带一路”提倡的义利相兼、以义为

先的新型义利观，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

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等

内容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国家间交往的范式。 在

共建“一带一路”中，中国坚持 “亲、诚、惠、容”
的外交方针，主张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同周

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推动中国发展惠及周边。
中国坚持以发展促和平、以发展促合作，推动各

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促进包容发

展，增强区域互信。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在实

践中真正体现和贯彻了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

义、倡导多边主义的理念，有力维护了贸易投资

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

包容的方向发展。

四、结　 论

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全球治理作为

一个重要议题，指的是通过国际机制解决全球

性问题，目的在于维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共

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重要国际倡议，正
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不断为

国际社会贡献公共产品，深刻推动了全球治理

体系的变革和发展。
根据“财富—权力—社会目的”的国际政治

经济学框架，本文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

构建均衡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改善发展

中国家在以往的俘获型价值链结构中的不利地

位，建立更加公正和均衡的国际生产协作和财

富分配模式。 与此同时，共建“一带一路”能够

从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结构方面增强中国的

结构性权力和制度性话语权，并促进结构性权

力在“一带一路”共建国之间的转移与扩散，从
而提升“一带一路”各合作方参与全球治理的能

力。 从社会目的来看，“一带一路”以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最终目标，有利于纠正新自由主

义全球化的后果，转变“逆全球化”的趋势，启动

“重新嵌入”的再全球化，符合国际社会的广泛

期待。 以上变化反映了全球治理的轴心由“西”
向“东”的迁移。

从实践路径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在全球

治理中的贡献体现在其坚持和平共处、亲诚惠

容的多边主义理念，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和政策

沟通有效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 “一带一路”通
过整体性和协调性兼备的制度安排，增强了中

国与共建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传播了发展中国

家在全球治理事务中的关切和声音，重塑了国

际秩序。 “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方案，兼具包

容性和实用主义精神，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

了创新且有效的途径。 综合来看，“一带一路”
不仅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合作的深

化，还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

济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带一路”的实施背景，是在西方主导的全

球化进程中对高风险国家的长期差别对待现象

中孕育而生的。 西方国家对于共建“一带一路”
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涉及的地缘政治风险上，认
为该倡议可能加剧现有的全球“核心”与“边缘”
之间的不均衡关系。 然而，中国政府选择迎难而

上，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探索新型的全球

治理模式，以打破长期以来固化的国际治理结

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合作共赢的平

台。 这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寻求突破传统权力

逻辑和财富逻辑的重要尝试。 在实践中，中国坚

持与共建国家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推动共建项

目既考虑到合作国的发展需求，也兼顾到区域和

平与稳定的大局， 同时在现实操作层面上也具备

创新性和可行性。 这一国际实践展现了中国在

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

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
责任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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